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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研究: 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反思与构建* ①

曹小文

【提要】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形成了试图摆脱传统民族—国家话语与突破西方中心

话语藩篱的两种重要趋向。全球史研究致力于打破传统民族—国家话语，推动当代史学发生卓有成

效的变革，但并未改变全球史话语构建者内在的民族—国家身份及其特定的文化诉求。除英、美、
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外，当前非西方国家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反映了全球史领域突破西方话语藩

篱的新趋向，是世界多极化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我们所追求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史，不仅仅是研

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构

建的新型全球史。它基于全球视野对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解读，在致力于突破

西方话语藩篱的同时，发掘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呈现，是以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之世界意义与世界历史之中国影响的新型世界通史。
【关键词】 全球史 全球化 民族—国家话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全球史、全球史观在国际史坛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与世界史近乎同义。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史著作，有些已有摆脱“西欧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意识，尝试从全

球文明史的视角来研究世界历史，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的出版是全球史作为一个领域诞

生的重要标志之一。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反映出西方学术界打破传统“欧洲中心

论”和殖民话语的史学思潮，这一时期兴起的“全球化的历史”被认为是全球史的核心。①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史研究依托较为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意识，迅速发展。21 世纪以来

的全球史研究，由于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文化需求，在中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一般认为，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零星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 90 年代，受到普遍关注并

逐渐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则是在 21 世纪。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各种观点迅

速被译介、评析，深刻影响了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全球史研究的持续深化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

广泛影响，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在拓展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深度、克服碎片化研究倾向、推动

历史学发生变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总体上讲，虽与世界历史学差不多同时“进入了全球文

明史或整体历史( 总体史) 的时代”，②中国全球史研究却存在一个“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从认为

中国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史、全球史是与世界史根本不同的全新研究理念和编纂方法，到认为中国

的世界通史研究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研究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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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全球史研究虽然在深化诸如对“西欧中心论”与传统民族—国家话语的批评，围绕

全球史与帝国、殖民主义研究的争论，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需要解

决的根本问题却是重新检视民族—国家话语之于全球史构建的作用和意义，亦即全球史与民族—国

家话语的关系问题。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辨析，探讨当前西方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去资本主义

化倾向和西方中心论倾向，阐述民族—国家话语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如何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全球史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打破传统民族—国家话语的世界历史编撰探索

本文所论全球史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曾经发生的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横

向关系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全

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正在把世界联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整体发展和一体化趋势

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20 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全球化在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依存程

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使所有国家、地区及其社会各层面的活动具有了空间上的全球性。事实上，只

要是“睁眼看世界”的人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跨越地理界限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问题，可以看到正

在形成的全球性趋势。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并清楚地认识到，个体、社会群体、
组织，甚至民族—国家①均处于联系密切的各种网络中。这些日益发展的全球化因素和不断涌现的

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全球性问题，除了在现实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在文化上也要求重新整

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视角、新话语，赋予历史上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联系以新的时代特

征和思想内涵。因此，反映这些趋势和潮流的全球史研究日益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史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源于西方的传统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关

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力求从人类史的整体视角出发重构

世界历史，②将研究视野转向欧美发达国家以外的地区，转向跨地区、跨国家，乃至全球的广阔空间。
因此，跨国视野成为全球史研究者的重要共识。从全球史研究与编纂层面看，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

始，全球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些具有上述鲜明理论特征和自觉探索意识的代表性著作。英国学者巴

勒克拉夫 1964 年出版《当代史导论》，提出了全球史观，并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泰晤士世界历

史地图集》等著作中作了系统阐释。③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 1970 年出版《全球通史》( 迄今已有

七个版本) ，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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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上。① 美国学者杜赞奇 1995 年出版《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将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与对“线性

史观”的批评相结合，力图发掘被传统民族—国家叙事掩盖的历史。② 进入 21 世纪，美国全球史学者

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 全球视角的构建》和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人类之网: 鸟瞰世界历

史》均反映出摆脱以传统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强调跨国联系、跨国纽带和发掘社会空间的

强烈意图。③ 作为对全球史观的回应，德国史学界形成一股跨民族史研究热潮，重点关注跨民族的历

史空间，强调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与互动。④ 以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为代表的德国通

史清晰地反映出从传统的以国家和民族为主要认知视角的世界历史释读取向，向以整体的、跨民族

和跨国家为审视视角的全球史取向转移的过程。⑤ 在法国，年鉴学派已经开始抛弃“历史为民族叙

事服务”的观点，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更是将“民族国家不能构成充分阐释其自

身历史的有效框架”的学术旨趣发挥到了极致。⑥ 这类全球史著作着力探研世界范围内的交互性

“联系”与“互动”，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实际，即随着各民族各国各大洲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全球性

成为现代世界区别于前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以往基于传统民族—国家话语的历史叙事相

比，全球史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研究空间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地域转变为跨民族—国家、跨地区，乃至全球。在全球史

视野下，人们尝试突破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空间地域的世界历史释读框架，将认知重点从逐个考

察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纵向发展历程来认识世界，转向从整体上有重点地呈现跨国家、跨民族乃至跨

地区的横向发展联系来重新书写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史被认为是反映过去人类一体化进程

的整体性发展存在，而全球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则是倡导打破传统民族—国家的研究框架，将研究对

象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空间中考察，力求在跨国，有时是横跨大陆的空间内，研究涉及

不同性质的社会和文化。⑦ 这是全球史研究区别于以往世界史研究最明显的特征。
二是研究对象由民族—国家转变为从宏大历史主体到微观个体层面的“联系”与“互动”。目

前的全球史研究，倡导将研究对象置于互动网络体系中，以互动来理解历史，也就是将“联系”与

“互动”看作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尝试将气候、环境、一切生物和微生物统一纳入人

类“生物圈”来考察。这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世界史的内涵和外延。它研究的大规模移民、物种

迁徙、疾病传播、长途贸易、技术转移、帝国扩张、军事战争、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和环境变迁等都是

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们“联系”与“互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些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宏观的思

想理论，也可以是微观个体的实证考究，但都要求具有全球史观的独特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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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注重纵向发展历程的考察转变为突出横向结构层次的挖掘。与以

往注重纵向时间维度的世界史研究不同，全球史在空间上并不是要书写涵盖整个世界的历史，而

旨在树立一种“全球性语境”的意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更倾向于改变局限于传统民族—国

家历史的书写范式，摆脱传统民族—国家范式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束缚。① 全球史，“不是指日

益趋同，而是指日益相互依存、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分析层面上加强相互理解、互动和交流的

历史”。②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史跨越学科领域，既注重把握整体、呼应全局，又注意局部互动、发

现联系。从编写形式看，全球史似乎更青睐不同领域的专题史研究，从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哈佛中

国史系列无不如此。上述《法兰西世界史》将超过三万年的历史用 146 个年份串联起来，各章节

之间并无任何连续性，被称为用时间编排的“百科全书”词典。③ 再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

默的《世界的演变: 19 世纪史》，将整个 19 世纪史不仅分成了包括时间、空间、定居与迁徙等 11 个层

次，还阐述了能源与工业、劳动、网络、等级制度、知识、“文明化”与排异、宗教七个主题。④ 美国学者

理查德·W. 布利特的《20 世纪全球史》在不到 50 万字的篇幅里更是设置了 23 个专题。⑤

全球史研究呈现的上述三个特点，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然而，另一个不容否认

的事实是，当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因全球性因素的增长、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式微，伴随世

界范围内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它们更加呈现增强和凸显之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迅速发展使国家权力在表面上似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却使资本更加依赖强大的民族—
国家的推动与支持，近代资本的殖民化扩张是这样，当前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也是如此。纵观整个人

类历史进程，国家的发展脉络依然是清晰可见的: 从作为早期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国家的产生，到世

界历史上帝国的出现，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快速发展，再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形

态的新发展。这表明: 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它始终会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民族—国家话

语也始终是认识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因此，深入分析、恰当认识民族—国家话语在当前全球史领

域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在全球史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为当前全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民族—国家仍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当下，书写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可能性值得怀

疑，即便是对于全球史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二战后各国历史学家在全球史和后现代主义等史学思潮

的影响下，在反对“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纷纷尝试批判或摆脱传统民族—国家的话语叙事，这种将

国家历史和人类、自然等全球性的联系、交流与互动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历史研究类型，确实给人们提

供了一种“共享”全球性变化与发展的印象，除了要共同面对民族叙事在大众历史想象中的主导地位

外，还不得不面对全球变暖、难民危机、流行病、战争和恐怖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⑥ 但很显

然，民族—国家话语并没有在全球史研究中消失，相反，全球史研究早已经成为重新书写民族—国家

历史的新领域，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因之也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力。正像入江昭所指出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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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杨钊:《理论反思与研究深化———2018 年全球史著作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9 年第 2 期。
Jürgen Kocka，“Global History: Opportunities，Dangers，Ｒecent Trends”，Culture ＆ History Digital Journal，Vol. 1，No. 1，2012，pp. 1 － 6．
汤晓燕:《一部全新法国史对法国民族性认同的挑战———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及其引发的论战》，《史学理论

研究》2019 年第 3 期。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 19 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理查德·W. 布利特:《20 世纪全球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 页。
Ｒichard Drayton and David Motadel，“Discussion: The Futures of Global History”，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 13，Issue 1，2018，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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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仍旧是理解历史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重要性不会降低”。①

伊格尔斯和王晴佳认为，“尽管像欧盟那样的跨国政府已经创立，民族国家甚至还扩大了自己的功

能。”②事实是，只要民族—国家继续存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也就将继续在历史编纂中占据广阔空

间。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国家无论是从研究范式上看，还是从研究内容上看，远没有退出全球

史研究领域，而是与物种、战争、贸易、疾病、灾害、生态、气候、帝国、宗教等视角逐渐融合，形成诸如

人口迁徙史、疾病史、灾害史、帝国史、海洋史、跨区域史、气候史、大历史等全球史研究新领域。
从当今全球史研究和撰述实践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史研究中的民族立场和国家立场并不

比其他历史著作中存在的倾向少。梅根·沃恩认为，国家是当前在新的全球叙事中尚未充分探索的

主要领域，当人们寻求超越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时，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④ 即使

是主张以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取代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的本特利也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和个体

社会作为分析单位，依旧是和跨地区、大陆、半球、大洋和全球等框架一样，“能够为许多历史进程的

分析提供合适的语境”。⑤ 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 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充分阐述

了国家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在推进棉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进自身构建，

而恰是因为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全球棉花帝国比从前更加依赖于

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帝国”，虽然全球史叙事框架把研究对象带出国家史和地方史的局限，但并没有割

裂新叙事与国家史和地方史之间的深刻联系，国家和国家行为仍是理解全球化的关键。⑥ 全球史使

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化，全球史的视角没有将民族—国家视为多余和过时，而

是通过对全球史的书写来重塑民族—国家的存在形态和历史意义。
这种全球史研究只是将研究对象由传统世界史分析框架下的基本研究单位———民族—国家变

成了全球性的“联系”与“互动”，而研究者本身的民族—国家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且这些立

场和诉求最终还是要在研究中体现出来。这恰是目前许多全球史研究者或忽视、或有意遮蔽，甚至

讳莫如深的地方。今天，一些全球史研究者将大量精力投注于环境、气候、疾病、物种、商贸、文化、移
民、宗教等领域，有意无意地剔除和屏蔽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这固然是在纠正“西方中心论”等弊

端，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遮蔽了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正当性与

合理性。此类全球史话语不仅掩盖了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操控，而且也呈现出一种去

国家化、去民族化的研究路径，被认为具有“把近代早期的全球交往与欧洲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割裂

开来，甚至‘去’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脱钩”的倾向。⑦ 这种全球

化中的“去”资本主义化倾向，在过去的 20 年里，使得人们不愿意谈论资本主义，更倾向于使用强调

全球性联系和互动的话语，客观上淡化了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性质，遮蔽了 19 世纪以来资本—帝国主

义依靠暴力和血腥侵略所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当备受推崇的“联系”“互动”和“交流”等词汇被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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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 过去，现在和未来》，第 4 页。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 18 世纪至当代》，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414 页。
斯坦凡·贝格尔:《通往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全球史》，孟钟捷译，《学海》2013 年第 3 期。
Maxine Berg，“Global History: Approaches and New Directions”，Maxine Berg，e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Global: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 17．
杰里·H. 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5 页。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 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中文版序一”，第 3、5 页。
俞金尧:《全球史理论和方法评析》，《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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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用来描述近代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关系的“去资本主义化”时，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在一定程度

上模糊了人们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殖民体系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压迫与剥削的认知，遮蔽了全球

史中的很多历史主体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一致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到: 以“互动”
“交流”为主题构建的全球史，始终无法完成打破民族—国家话语的“惊鸿一跳”，相反却在最本质的

意义上，自觉不自觉地书写着全球化进程中特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

二、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全球史编撰

正如世界多极化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愈发成为推动世界

历史前进的潮流，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

要性愈益凸显，世界经济发展重回“经济主权”时代，在文化上的独立意识和多样化发展愈发自觉，这

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引发了重要变化。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全球史研究，特别是帝国史研究，①

仍在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进行强力阐释和规训重塑，试图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新秩序下对

世界历史进行解构、重构和再包装。比如，新清史学者声称以全球视角来重新探讨现代世界秩序的

形成，试图构建出清朝的帝国本质及其浓厚的内陆帝国特色，从而得出清朝具有殖民主义特征的结

论。② 新清史学者通过有意提前近代殖民主义产生和扩张的时间、拓展近代殖民主义活动空间，使得

殖民主义的暴力、血腥，以及资本扩张所带有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一并成为各个民族，乃至世界历

史发展的普遍存在。这样就可以将“帝国”理解成一种在民族和文化多样性条件下保证政治稳定的

统治形态，而不仅仅是欧洲殖民者的罪孽，③殖民行为也大可看作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

是天经地义的了。这种帝国史研究的泛化与前述“去”资本主义化，共同构成了当今西方全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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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帝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康拉德的《全球史导论》《全球史是什么》、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 全球视角的构建》等，

都对帝国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帝国史已经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分支领域或重要内容。柯娇燕在《什

么是全球史》一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将全球史学家的任务作了精炼的概括:“全球史学家立志寻找理解人类状况的钥匙: 超越对

过去几个世纪的曲解，透过帝国和霸权遗留下的表面结构洞察其本质，以此来理解在全部历史中塑造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预

测未来。”(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2 页) 由此可见，帝国史在全球史研究领域中的

地位之重要。在全球史视野下，“帝国”这一来自西方的学术话语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帝国史范式被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形

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甚至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 帝国) 这个词好像最近才从过往的历史中被找出来，如今却有可能取代国

家”，因为“帝国这一现象则超越了文化的边界”，“具有民族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全球性”( 帕特里斯·格尼费、蒂埃里·伦茨主

编:《帝国的终结》，邓颖平、李琦、王天宇译，海天出版社 2018 年版，“序: 永远的回归”，第 9、10 页) 。濮德培等新清史研究者都

认为，曾经几近消失的“帝国”研究，“无论是作为地缘政治现实，还是学术研究对象，都出现前所未有的盛象”( Peter C. Perdue，

“China and Other Colonial Empir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Ｒelations，Vol. 16，No. 1－2，2009，pp. 85 － 103) 。以上种种

迹象表明，“帝国”已经成为西方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杰里·H. 本特利等全球史学者主张将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作为全球

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企图“以大范围对比的跨文化的系统分析”取代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等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分析单

位( 杰里·H. 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 44 页) 。甚至有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一现

象:“著名的帝国史学家已经成为全球史研究最狂热的倡导者。一些帝国史，尤其是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关联如此之紧密，以致

于真的 很 难 把 它 们 区 分 开 来。”( Simon J. Potter，Jonathan Saha，“Global History，Imperial History and Connected Histories of
Empire”，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Vol. 16，No. 1，2015，pp. 1 － 36) 在全球史研究浪潮中兴起的“帝国史”研究尽

管不是全球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却是重构世界史、解构现代主义的一种学术实践。
参见下列文章和著作: Michael Adas，“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eter C. Perdue，“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 Nicola Di Cosmo，“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Ｒeview，Vol. 20，Issue 2，

1998，pp. 371 － 388，255 － 262，287 － 309; Peter C. Perdue，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S. 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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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两大强势话语。与此同时，国际史学界也显示出越来越多非西方民族—国家学者研究和编写全

球史的新尝试，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在全球史研究中占主导的局面，推动形成了全球史

研究领域多中心、齐流并进的新态势。
全球史的形成，实质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

遍联系，毫无疑问也就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全球史观不应该是以西方文化为唯一核心内容

的历史观念，更不应为西方文化所独有，全球史分析并不意味着“必然就会成为帝国主义或者全球资

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①它是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方法、新视角，是呈现人类历史的一种历史编纂

形式。一部全球史著作表现出怎样的意识形态倾向，关键要看是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使用它。在

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土价值的重建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躲避或排斥经济全

球化、现代化的浪潮和趋势来进行，对于各式各样的“中心论”的批判和质疑，不可能通过思想上的

“闭关自守”和强调纯而又纯的思想文化来完成，“不应该从所谓原生文化精髓开始，而应始于重建

传统形式的地域归属感与‘文明’被重塑的过程”。② 正如有学者指出:“发展中的落后民族在面对全

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应该正视现实、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潮中去，争取机会，加速发展，只有这样才

能融入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与整个世界的发展互动。”③从这样一种理念、方法出发，不同的国家和民

族、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全球史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众所周知，全球史研究自 20 世纪中期出现以来一直标榜并致力于反对“欧洲中心论”，摆脱各种

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书写处于多种文化统一过程之中的整个世界。④ 在一些全球史学者看

来，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富于进攻性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歪

曲其他民族和社会的形象，因而，全球史研究理应跳出将一些历史经历看作完全特殊的、无从比较的

并与其他人的历史毫无关系的窠臼，在更大范围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全人类的经历，即“以不同的视角

审视世界，将我们对过去的诠释去中心化”，客观地看待不同观点，“而不是强调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

是固有的文化差异”，⑤惟其如此，才有机会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民族中心主义历史观。⑥ 在此，

康拉德对全球史研究中实现“去中心化”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一方面要处理好根深蒂固地内植

于知识生产学术机构中的“欧洲中心论”与不善交流的本土化范式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各

个民族—国家在其撰写的全球史中表现出的主体性与新型中心论之间的界限。在康拉德看来，“全

球性”( globality) 命题总是直接与利益、立场和权力关系挂钩，受制于知识生产的等级秩序，这也就意

味着意识形态性与“全球性”无法彻底分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全球史研究的中心和视角上。因而，

通过编写所谓“去中心”的全球史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和客观的，其实质也就只能是一种倡导所

谓无中心的“西方中心论”。因为，以西方为主导支撑的“全球”一词的话语和概念掩盖了形塑现代

世界的社会等级秩序与权力不均，以及深受权力不均与暴力影响的“去政治化”的事实。康拉德进而

分析指出，之所以能够造成这种格局并不是这些术语和概念“具有内在的普世特质，它们的主导地位

往往得力于强制与压迫，以及对其他概念的排挤”，所以他更强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概念创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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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H. 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 64 页。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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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非西方历史研究的新术语的引入”。①

学者们开始意识到非西方的视角对于描绘世界历史的可能性，并且纷纷为此作出积极尝试。越

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学者围绕“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如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等重要问题

“进行持续的对话、交流甚至竞争”，②越来越多的“西方外部”国家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不同的方

案和智慧。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在这

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③ 非西方国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兴起的政治、经济

与文化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宏大潮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不断对自身历史主体性与旧帝国

秩序进行理论性思考与实践，④呈现出越来越自觉的全球史意识。在西方学者当中，斯塔夫里阿诺斯

较早认识到这股宏大潮流的全球史意义，专门撰写了全球史经典名著《全球分裂》一书来探讨第三世

界的兴起。⑤ 康拉德则从理论上探讨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在全球史领域明确反欧洲中心主义方

面所具有的地位和优势。他认为:“‘西方’与其他地区的交互关系、非西方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会

跟南—南关系一样被认真对待。”⑥目前，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主要有下面几个流派。
一是印度庶民学派。代表人物是拉纳吉特·古哈( Ｒanajit Guha) 、萨义德·阿明( Shalid Amin)

等人。该学派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要通过底层立场、跨学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努

力构建一种在西方话语和模式之外的，能够展现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方历史书

写新范式。⑦ 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史研究浪潮，印度学者提出“再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欧洲人的概念

移植到非西方语境之中”，而是要“重新找回印度自身逻辑的权威，并以此界定印度及其他前殖民地

国家的历史”。⑧ 印度庶民学派对于殖民主义史学的质疑与批判，以及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

历史编纂实践，给学界提供了一个构建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典范。⑨“底层研究”系列丛书因而得以

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相提并论，被认为不仅对改变西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历史思想和

写作有着重要意义，对中东和亚洲也有重要意义。瑏瑠 有国外学者将类似庶民学派等学术团体看作全

球史领域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先驱，瑏瑡更有印度学者直接探讨了庶民学派和全球史的关系。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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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伊巴丹学派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其代表人物有著名历史

学家肯尼斯·戴克( K. O. Dike) 和阿德·阿贾伊( J. F. Ade Ajayi) 。该学派主要致力于打破由欧

洲史学派生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侧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构建非洲的本土史学。这类学术思

潮对国际学术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对全球史学研究形态的转变更是难能可贵”，①成为全

球史研究领域的一支新兴力量。尽管非洲历史研究还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局限，但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其进步意义在于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欧洲中心论所鼓吹的把非洲视为没有历史的大陆的

观点已经寿终正寝”，②非洲历史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无法忽视的内容。伊巴丹学派的成就主要体

现在大量学术著作的出版、理论观点上的突破和研究方法上的开拓，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

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学派共同成为“非洲史观”的代表性学派。③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的绝大多数主编来自非洲的中南部，这表明非洲的专业学者在国际学界

非洲历史研究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④ 对“非洲历史的重写”，强调应当脱离“欧洲扩张”
框架，树立自身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已经具有全球史视野的非洲史研究正日益成为新的发展

趋向。
三是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日本学界的全球史研究体现出日本学者鲜明的民族—国家构建意识，

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强调消解传统历史书写中

的东西方界限，试图从全球史的视野重新诠释东亚文明。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日本全球史研究者的

目的则更为明确，即:“将现有的世界史叙事，悉数作一次拆解，然后再加以重新组合，也是一种解决

办法。这在日本若能实现，说不定反倒会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史图像，一个由日本发声的世界史。”
这个新构建的“世界史”，就是要对以往的“以西欧中心主义的西洋史为主，再加上从中国史出发的

东洋史的基本结构”作彻底的改变。⑤ 很显然，这也就是日本人心中的“全球史”，羽田正将其归纳为

“全球史”的日本视角。沟口雄三认为，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这样的世界归根结底只不过是

欧洲而已，而以中国为方法研究世界，就是要呈现“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

素之一的多元世界”，“就是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

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而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

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讲谈社推出的 21 卷《兴亡的世界史》，以帝国为

锚点，横向连接各个地区，构建出全球历史的四维图景，⑦其中文版首辑已推出九卷，与讲谈社《中国

的历史》合为双璧，基本代表了日本全球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上述各国的全球史探索表明，突破西方话语的束缚正在取得积极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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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仍有不少人看不到这些变化，顽固地坚持西方话语决定论。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能否冲破西

方话语藩篱问题讨论的结果是: 历史学家们要么成功地，要么颇费周折地将他们的观点移植到西方

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虽然跨专业研究领域和学科之间的对话容纳了更多角度，但目前这些社会科

学分析类别不可避免的是西方的。① 具体到中国，尚有一部分学者一方面沉溺于西方话语中自怨自

艾、不能自拔，认为“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

国”; ②另一方面还把非西方国家学者站在自己立场上开展的全球史研究斥之为另外一种“中心

论”。③ 这种观点看不到全球史研究的发展变化，不承认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新秩序给文化发展带

来的决定性影响，抹杀了全球史研究背后的“主导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物质因素与结构因素”，④因

此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全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各国兴起的全球史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正在尝试摆脱有关世界秩序的西方学说纠

葛，即保有西方文明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与抛弃西方殖民主义的两难处境，试图跳出以西方为主导的

传统民族—国家话语，重新书写新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品格的民族—国家史。这些非西方“历史学家

对重新规划和重新定义国别史范式的参量产生了新的兴趣”，⑤形成构建非西方全球史的种种学术

探索。全球史研究的这一新趋势，显示出西方话语越来越无法维系其霸权和垄断地位，日渐泯为众

多知识构建话语和知识生产中心的一种，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在内的多中心知识生产格局已经初露端

倪。国际学术视野下的全球史研究，固然需要一个国家的学者撰写出尽可能客观、尽可能为各国学

者所认可的全球史，更多的可能则是不同国家的全球史成果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相互激荡中共同

促进全球史研究的发展。事实上，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文化潮流，也是全球史编撰避免陷入“西方中

心论”或者去中心化窠臼的唯一可行途径，它本质上是世界多极化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真实写照。
从整体上看，全球史研究是在包括西方与非西方不同国家、民族推出的全球史成果不断交流碰撞、激
荡扬弃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而单纯所谓“去”中心化的全球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维护

既有的“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决定论。
文化从来都是在相互借鉴和交流过程中融合发展的，作为“文化中的文化”的历史研究当然也不

例外。具体说来，中国全球史研究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研究和思考，不可能去抵制全球化时代

的到来，更不能去被动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将自己的头脑让与他人作思想的跑马场，希

冀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探讨如何平衡拓展

中国历史时空内涵与增进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放到全球史进

程中加以叙述和书写，自觉地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这在某种

意义上既能够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的内涵，又可恰当地对待基于 19 世纪西欧学术领域框架和价值

基准的历史书写范式，以改变“全球史中的大多数话题是由西方历史学家书写的，90% 的全球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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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著作缺乏东方视角”的状况，①探索全球化时代更趋真实的世界史图像。这样的全球史研究，应该

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历史学，乃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

三、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全球史范式

一般而言，通史编撰水平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全球史编撰反映着一个国

家的历史研究对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问题的把握，从较高层面上体现出整个国家理性思考世界历史

发展大势的能力与水平，标志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参与水平和融入程度，及其文化

在世界学术发展中的话语权。这触及如何恰当处理文化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问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制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世界史和全球史

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如何将中国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与全球史书写结合，探索一种既能发挥两

者所长，又能满足新时代所需的全球史，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范式，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新

课题。
中国特色全球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

且将其作为历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方法，甚至重要范式加以探讨。它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

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欧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既不脱离世界史坛的主潮，更不脱离中国史学

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纳入全球史的广阔背景中去认识和思考，并对其中的重大

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又要实事求是体现出开放繁荣、共赢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

种客观审视全球史研究中的国家、民族立场的观念，其实并不妨碍全球史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性，相反

正是由于在这方面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头脑，才更可能编写出经得起检验的全球史著作。
中国特色全球史应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引领的历史大变革作为重点。迄今为

止的全球史研究，还只是探讨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这不是全球史的全部

内容，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史。② 从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释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 20 世

纪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性交往”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客观历

史来看，这些内容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史的上篇。事实上，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传
播;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即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的历史;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实践等内容，在目前已有的全球史著作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就更不用说系

统、客观地阐述了。通常在西方话语的描述中，“马克思被赋予的角色是恐怖和古拉格的先知，而共

产主义者被赋予的角色实质上即使不是恐怖和古拉格的先知，也是它们的卫士。”③这些现象已成为

全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仅要重新书写以往全球史关注的人类文

明互通互联的历史，而且还要关注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演变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模式的合作斗争史等，尤其是应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引领

的历史大变革作为重点，这将构成马克思主义全球史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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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全球史应该体现中国文化本位和中国立场。对于那种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全球史研究

来发掘中国历史的空间内涵和多元族群，甚至企图构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多个主体、多条主线来

展现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历史的观点和做法，我们应该特别慎重。这些观点与做法，尽管在殖民

地国家发挥了清除西方价值观念、挖掘自身历史等积极作用，①但在中国，可能更多的表现为消弥中

国历史上赓续不断的历史文化认同、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理想追求等。而这恰是中华民族在当代赖

以生存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基因、精神血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和统

一和平的政治理想，是书写中国特色全球史的根本立场。事实上，历史从未远离我们，“每一个国家

过去的经验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中国历史学家仍然能够尽量借助过

去来影响他们在未来世界历史中的位置。”②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全球史，不仅仅是空间拓展与历

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发掘，更是一种基于对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重大问题的重新解读而丰富和发展

了的历史时间的内涵积淀，发掘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呈现，进

而构建起中华民族记忆中的全球史。这才是当代中国史学应有的胸怀和气度，也可看作具有中华民

族历史记忆的全球史研究的新目标和新追求。
中国特色全球史应该承继中国世界史的优秀史学遗产。在西方学者眼中，全球史与世界史并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不同的是，中国的“世界史”与西方的“全球史”是两个

内涵和外延“颇为不同”、两者“应该而且也必须区分开来”等认识却是根深蒂固的。③ 类似的观点，

尽管在当前依旧大有市场，但已然有了很大改观。前有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

的尝试，④后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向达、齐思和、傅斯年对“塞外之史、殊族之文”，尤其是西域的

探研。⑤ 吴于廑将世界通史界定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

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而全球史理论与这一理论“正好属于同一理论层次”，都具有世界通

史编纂方法论性质。⑥ 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史研究强调的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与吴于廑的世界史体

系构想中关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思想相吻合。⑦ 齐世荣也认为，世界通史编纂、世界通史体系

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而全球史教材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世界通史重合。⑧ 这些认识从不同角

度表明，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对全球史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的意义和价值。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学者

对宏观世界史的探索和理论思考，以及近年来得到重视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全球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⑨ 1991—1994 年出版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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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史》被认为是中国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通史的代表性著作。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

所组织编写的《世界历史》反映了我国世界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实践了全球史编纂的旨趣”: 既展

现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几千年行程的由分散走向统合的渐进性历史进程，又“凸显了整部《世界历史》
的全球史特色”。②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史学界在全球史研究领域形成了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

界史观、罗荣渠构建的现代化史观、彭树智和马克垚开拓的文明史研究三种研究路径，“是中国全球

史理论与方法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成果”。③ 这些认识标志着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势，同

时也表明在进一步发扬中国世界历史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史学遗产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中国

学者关于全球史研究的总结和辨析更应成为编撰中国特色全球史的理论出发点。
中国特色全球史研究的现实需求是认清中国在全球化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国特色

的全球史要以中华文明的原创力和影响力为着眼点和出发点，探索中国史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世

界历史的中国阐述。如果说以往的全球史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话，那么今后的全

球史研究很有可能会更加自觉地探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正在开

创全球化 3. 0 版本，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④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ＲCEP) 签署落地等多边主义举措大大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大推动重塑

新型全球化新格局。这从事实上印证了关于全球化是世界上几乎全部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重大

历史发展进程、“有一些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的观点。⑤ 具有中国特点的全球

史研究，事实上就是要构建充分反映这种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趋势的全球化研究。
中国特色全球史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等“大历史观”⑥指导下，深入阐述当代中国面临

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具有中国五千多年历史发展的纵向眼光，深入阐释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 又具有全球联系的横向视野，充分展现在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发展长河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合作与斗争，充分展现人类历史波澜壮阔的文明

历程，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在充分辨析全球史研究与书写的实质、在充分吸

收西方和非西方全球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基础上，中国学者应该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深入发掘中国历史编纂的“通史家风”和通史精神，书写富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全球史著作。

( 作者曹小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邮编: 100089)

( 责任编辑: 李桂芝)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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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ield has witnessed at least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so far: economic-social history paradigm，
cultural history paradigm，and global history paradigm． The economic-social paradigm was first us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was gradually perfected by the Annalists． The cultural history paradigm puts
food and cultural changes at the center of analysis and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history
and new cultural history at different stages． Sinc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upsurge of globalization ha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history paradigm in food studies． The global historical changes promoted
by food and the various global connections via food have become the foci of current food history studies．

Global History Ｒesearch: Ｒeflections upon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Discourse / / Cao Xiaowen

The worldwide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today has formed two significant trends，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state discourse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Western-centric discourse． For the
former，it has promoted effective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Yet，it has not changed the
inherent logic of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specific cultural aspirations of the promoters of global history
discourse． In addition to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Germany，and
France，there has been a rapid increase in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and writing in many non-Western
countries． Not only does this reflect the new trend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Western discourse in
global history but also speak volume of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cultural field． The global
history that we pursu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an expansion of
research scope and the purposeful shaping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istorical subjects，but also a new type of
global history constructed by continuously exploring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temporal
connotations of human history． This is 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While working to break through
barriers of Western discourse，we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offer realistic renderings on why
“China”is“China”and why“the world”is“the world”． This new type of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guided b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exploring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ternal Perspectives and External Standards: Naitō Konan＇s Narratives of the China of His Own
Times / / Huang Dongla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American scholar Paul A． Cohen proposed the“China-centered”
approach，the Japanese scholar Masubuchi Tatsuo had already “discovered” the approach of “internal
understanding”based on the internal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derived from Naitō Konan＇s China stud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ner logic of Naitō＇s historical accounts of China by re-interpreting his works such as
A Treatise on China and A New Treatise on China as well as other well-known texts． Naitō drew inspirations
from the discourses formulated by Chinese reformists such as Feng Guifen and Liang Qicha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internal perspectives”，he revealed some long-standing issues like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and
alienation between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in Chines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Naitō set “external
standards”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nation states in the West and modern Japan and maintained the idea that
China did not have proper conditions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to advance social changes，so it could never
become a modern state． On the one hand，Naitō was concerned with Japan ＇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mphasized that China＇s reform must rely on external forces，particularly Japan＇s assistance． On the other
hand，he stressed that Japan＇s rule of China was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ient”，
a concept that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tates and cast a veil over Japan＇s expansion in China in
the name of transnationalism． In conclusion，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because of Naitō ＇s insistence on
these“external standards”，his studies of China should not be simply called“intern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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